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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是国际工人示威日。这一天，各国工人在一面旗帜下即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红旗下行动。这一天，他们

明显地向所有有眼睛的人表明，《共产党宣言》作者们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非始终是无人理

睬的呼声。这一天，甚至目光很短浅的人也会看到，全世界善于独立思考的无产者真正联合起来了，那些不善于独

立思考的无产者——那些还没有觉醒到过自觉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未开化的劳动者——将随着有觉悟的工人的继续

影响而规模减小。5月1日告诉我们工人群众中什么是已经完成的，并号召我们以新的毅力在他们中间继续活动，只

要我们的目的对我们说来不是空话，只要我们没有忘记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各国统治阶级的自我感觉很不妙：它使他们想到正在临近的社会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他

们的报纸凶狠地嘲笑示威者，而他们的“秩序”保卫者——一切部门和任何名号的警察——比平时更加卖力得多地

对工人吹毛求疵的缘故。A la quèrre comme à la quèrre（战争时就按战争状态处理）。但是战争有自己的规

律。被称为阶级斗争的这种战争的规律决定于——至少当事情还未达到最终结局时——爆发战争的那些国家的政治

制度。在享有政治自由的立宪国家里，工人阶级有权在报刊上打垮敌对刊物的攻击，而警察由于受法律约束则克制

其保守的热忱。我们俄国不是这种情况。在我们那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合法的可能性来公开讨论和维护自己的利

益，我们的警察也清楚地知道，长官意志对它说来是最高法律，只要一种暴行是他遵照上级命令去干的，就不可能

会因此而追究其责任。 

国家元首的专制实际上等于行政当局的专制，这是古老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赫尔岑早就

说过，当年西方也有专制制度，然而在西方谁也没想到要鞭打斯宾诺莎或者让莱辛去当兵，在俄国却一定会有这两

种情况。全部俄国文化史表明这一意见正确到何种程度，而最近几年的事变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把无数大学生送

去当兵在西欧大学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例，而鞭打5月示威参加者的消息，甚至在清楚地记得西欧专制制度种

种勾当的那些西方人看来，也会觉得是别有用心的诺言。 

我们的同志不仅在维尔诺【维尔诺，即维尔纽斯。——译者注】而且在其他一些城市所受到的侮辱性的残酷折

磨，非常显明地说明沙皇制度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建立在臣民们完全无权的基础上的沙皇制度，要求他们完全没有

个性和完全没有觉悟作为自己的必要条件。5月的示威——觉悟工人的事业——比所有其他示威都更有力地证明，

意识之光已经深入到了俄国工人中间，在他们身上自身尊严的情感已经觉醒。冲突是必不可免的，它采取了按照沙

皇政府的整个性质它本应采取的那种形式。这个政府需要奴隶。以示威者的姿态出现在政府面前的是勇敢的公民。

于是政府抓起了鞭子，为的是提醒这些公民，鼓舞着他们的那些情感在我国是被禁止的东西，谁扩散它们，其下场

将是最屈辱的处境。 

鞭子的呼啸声之说明目前我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无可比拟地胜过枪炮的轰鸣声对它的性质所能作出的说明。鞭

刑，这个为奴隶们安排的惩罚表明，等于行政当局专制的沙皇专制，同时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彻底的奴役。它揭穿

了祖巴托夫政策的、按其无耻说来是极大的虚伪：俄国工人因为参加了凡是劳动群众为自己争到了政治权利的地方

都是完全自由地举行的那种示威，政府就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会从政府那里盼望到什么？除了新的锁链，什么也

盼不到，除了新的屈辱，什么也盼不到！俄国工人不能把任何一点点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俄国工人应该对沙皇制

度充满最强烈、最不可调和的仇恨。 



斐迪南·拉萨尔在自己的一次非常有力的讲演中说过：“现在我们充分地懂得什么是我国旧的专制制度。因

此，要扔掉一切动摇，要扔掉一切犹豫！抓住它的喉咙，同时用膝盖顶住它的胸膛！” 

俄国工人已经开始思考自己阶级的利益，但还未决心走上同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他们中间许许多多人现

在在镇压5月示威参加者的消息的影响下肯定不再动摇了，肯定会抛弃一切犹豫和充满更快地结束我国可耻的政治

制度的最强烈的欲望，在这个制度下，才可以无礼地嘲弄他们的工人兄弟。他们懂得，使俄国工人阶级从它的无数

灾难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巨大步伐就是推翻专制制度。 

 

不，应当终止强权！ 

如果受压迫的人没有得到权利， 

如果他忍受不了沉重的负担 

…… 

当什么也不能帮助他的时候， 

他还有一把锋利的宝剑！？ 

 

对警察之镇压5月示威参加者显然要复仇。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俄国无产者，任何一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忠诚朋

友，在没有报仇以前，是没有权利安静下来的。但是怎样报仇呢？惩罚什么人呢？这就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

题。 

有献身精神的列凯尔特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给维尔诺的头号刽子手送去几颗子弹。英雄永垂不

朽。然而英雄死了以后，沙皇制度的桎梏仍旧压在俄国工人阶级受伤的肩上，鞭打的屈辱仍旧威胁着表现出一点点

自觉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全体俄国劳动居民。光是这种威胁的存在就是对全体俄国劳动居民的极大委曲，怎样摆脱这

种威胁呢？ 

我们认为，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只有一条，然而这条路是十分可靠的，我们党在现时不可能绕过它。 

如果昨天伊万在警察管辖的一个地段受到肉体上的残酷折磨，今天彼得又杀死了某个警察，那么伊万的人格毕

竟还是受到了凌辱。维拉·查苏利奇向命令鞭打博戈柳博夫的特列坡夫开了一枪。这一行动曾是维拉·查苏利奇的

光荣，然而可惜，她并没有使博戈柳博夫摆脱无法忍受的精神状态。我们最近的实践任务不在于惩处沙皇的某些奴

仆，——我们同样不可能单独地惩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在于总的打消政府用鞭子回答示威的嗜好。这一

点我们靠单个人的一些自我牺牲的举动是做不到的；只有所有受到肉体上残酷折磨威胁的人都进行无所顾忌的反

抗，才能做到这点。 

行政当局有鞭打关押在施吕瑟尔堡要塞【施吕瑟尔堡要塞，彼得要塞的旧称。——译者注】的革命者的合法权

利：它没有利用这个权利，它清楚地知道，对施吕瑟尔堡的犯人们可以绞死，可以用枕头掐死，可以用刺刀刺死，

或者用枪托打死，但不能用鞭子惩罚。它明白他们将反抗到最后一口气，其结果，发生的不是“惩罚”，而是把一

个或一些囚犯简直弄成残废或者甚至杀害——一个可以在俄国和国外惹出许多不愉快的是非的事实。不顾一切的决



心曾预防施吕瑟尔堡的囚徒受到侮辱。这种决心又在预防现在的示威参加者受侮辱。 

人们尽可以不对我们说，施吕瑟尔堡关押的革命者的毅力受到多年斗争的磨练，而能够参加示威的却是刚刚走

上抗议道路的普通的、“平凡的”人。在被捕的示威者中间大概总会找到一些历经磨练和受过考验的斗士，他们有

能力主动地发起反抗，并把平凡的“群氓”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俄国的劳动群众——城市和农村的工人，已经度过

了他们轻易地忍受鞭子的那个童年时期。现在鞭子深深地侮辱着他们精神上的尊严，他们已经不难受到自卫榜样的

感染了。 

反抗刽子手；无论如何要反抗；反抗到最后一点力量，最后一口气，——这就是对警察鞭子现时必然的回答。

由于这种反抗，在警察的刑讯室里，“感化的惩罚”的舞台让位于革命者英勇自卫的、更加戏剧化得多的舞台。然

而，如果在这样的自卫以后——这种自卫自然会引起许多使领导警察进行镇压的人感到“不快”甚至危险，如果甚

至在这种自卫之后，警察局的暴徒们仍然得以使自己那些被打败的俘虏受到残酷折磨，那么从这种残酷折磨中，摧

毁被惩罚者的意志并迫使他像奴隶一样驯服地躺在胜利者的鞭子下的“惩罚”因素就会完全消失，只留下跟美洲红

皮肤的野蛮人使自己的敌人遭受的那些痛苦相类似的残酷虐待的因素。这种折磨人的行为成了这样的强大的鼓动手

段；它使政府蒙受这样的耻辱；它在所有居民阶层中引起对政府这样的深仇大恨，甚至最顽固的彭帕杜尔们【彭帕

杜尔们，即昏聩刚愎的大官僚们。——译者注】也不得不放弃这种行为。 

以前我国有过一些能作出自我牺牲壮举的人；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人，但是个别人的自我牺牲壮举消灭不了现今

我国的政治制度；而我们必须消灭的恰恰是整个这种制度，因为只有这种制度完全崩溃了，只有俄国获得完全的政

治解放，才能很好地为俄国无产阶级从我们的警察国家那里受到的一切压迫和一切屈辱报仇雪恨。我们这些坚持无

产阶级观点的人，必须汲取工人群众的英雄主义精神。而我们之要汲取工人群众中的这种精神，因为俄国工人按其

情绪已经不是奴隶，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并且有能力光荣地戴上“公民头衔”。 

总之，应当对鞭子进行反抗。但这是不够的。也应当善于在示威时抗拒逮捕。《火星报》早已说明，必须把这

种反抗组织起来。它也部分地说明了，按照它的意见可以怎样地组织这种反抗。但是这后一个问题属于最好靠觉悟

工人的联合力量就地解决的实践问题。我们现在要讲的只有一点：这些觉悟工人应该记住，他们现在肩负着重大的

责任：有责任不让警察阻止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 


